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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中文摘要

安樂死的法律上問題，最難解決的就是「同意」的問題，亦即自我決定的問
題。本研究首先透過權力模式的分析，將現有的自我決定權定義成：在醫學上極
度發達的生的權力的壓制下，個人無奈的自我放逐的決定。
過度地強調理性一事，僅會於安樂死的案件中產生權威理性與弱勢理性間的

壓制與臣服關係。重視醫患關係中的慾望問題，可以解構「告知＝真摯同意」這
種自我決定的假面具，並且重新定義自我決定權的內涵，使得病患能夠在等量的
慾望衝突中，做出真正符合其個人尊嚴的決定。

關鍵詞：安樂死、尊嚴死、自然死、自我決定權、告知義務、真摯同意

二、計劃緣由與目的

    於台灣雖然執行安樂死的人會被科以加功自殺罪之責，但是事實上這卻是每
日在發生的事情。再加上，東方國家對於自殺於觀念上並不像西洋基督教文明般
地歇斯底里。就暗數以及觀念上的開放程度而言，我國應該是早就有承認安樂死
的社會基礎，只要有足夠的事件發生產生立法動能，則隨時就有可能會被合法
化。
    雖然如此，鑑諸國內立法的習性，於立法時很有可能就會大量參酌外國「進
步立法」的內容，稍加政治性的修正後，即成立新的法律。在沒有對於外國立法
傾向的社會或哲學背景做一個詳盡分析時，這類的立法可能會產生許多訂立時所
未預料到的結果。
    本研究即是想要就外國有關安樂死的議論，深入探析其被隱藏起來的深層問
題，透過最近被西洋國度所重視的自我決定權這個概念的解構，提出另一種的思
考模式，並藉以提供我國將來立法時所應有的考慮方向。

三、研究成果概要與自評

１、安樂死的種類與問題重點的變遷

一般於論及安樂死時，會將安樂死分成純粹安樂死、狹義安樂死（間接安樂
死）、消極的安樂死（不作為的安樂死）、積極安樂死（本來意義的安樂死）與
非基於本意的安樂死等五種。其中純粹的安樂死與狹義的安樂死等兩種，因為不
縮短生命，或所縮短的生命不僅不長，且為醫療行為中被容許的危險，所以現在
已經成為鎮痛臨床醫學中的醫療行為，而不再被視為是安樂死。而最後一種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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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死，其實根本就是殺人，再加上於歷史上有過慘痛的經驗（納粹），所以就其
違法性，根本不會有任何的懷疑。如今會被討論的是消極安樂死與積極安樂死兩
種。
就所剩的兩種安樂死，原本議論的重心是被置於積極的安樂死之上，但是後

來因為甦生術的發達，產生了許多深度的植物人，對於這些被安裝上甦生裝置的
植物人，有些論者就開始討論消極的安樂死問題，並且因為植物人並無任何意識
可以知覺到「安樂」，所以就將這類的消極安樂死定名為「尊嚴死」，意指拒絕
無意義的延命措施，並且尊嚴地面對死亡之意。一時之間，似乎安樂死的議題已
經喪失了時代的意義，而於論壇中消失。
不過，不久之後，議論仍舊是回到安樂死之上，就一些論者而言，對於有知

覺，但是又不想活下去的人，既然對這些人而言「生」是一種痛苦，則給與其消
極地拒絕延命醫療，以便能尊嚴地、自然地面對死亡一事，應該是理所當然，這
些論者甚至進一步認為，或許應該給與該當人積極地解決自己的生命以維護自我
尊嚴的權利。此即是所謂的自然死。
自然死的概念中包含了傳統安樂死概念中的「同意」、「安樂（解除痛苦）」

等條件，但又加上了一個新的要素－「尊嚴」，就語意上而言，這是將同意，亦
即自我決定與尊嚴予以結合的最高層次論述。換言之，自然死的論述表達了一個
新的論述層次，其謂：只要是為了維護自我的尊嚴，則自我決定的效力範圍應該
及於自己的生命；反之，在此之前所謂的尊嚴是指普遍的「人性（人類）尊嚴」，
而不是指非常個人化的「個人尊嚴」，所以不會以維護抽象普遍的尊嚴為理由，
而認可一個人去決定自己的生或死（除非有更高潔的道德理由）。日本的兩次有
關安樂死的判決，其間論述的差異其實正代表了這種的轉變傾向。
不過，這種傾向是不是代表了自我決定權的高漲，是不是代表了個人尊嚴的

受到尊重？此誠值得懷疑。本研究認為這種傾向僅不過是表示了統制模式的轉變
而已。

２、生的權力與死的權力

傅柯將權力分成死的權力與生的權力兩種，前一種權力是於十七世紀（或之
前）君權至上時代的君主權力，其是寄宿在奪去人們生命的可能性之上。亦即，
死的權力是指「讓人們死亡，抑或讓他繼續生存下去的力量」，基本上是屬壓抑
的、剝奪的權力。
然而於十七世紀時開始於歷史舞台上登場，經過十八世紀緩慢演變，進而在

十九世紀成熟的近代的權力則與此相反，其基本型式是所謂的「牧羊人＝祭司型
的權力」，是一種管理生命的力量，亦即「讓『個人』生存下去，抑或將之廢棄
到死亡的廢墟中的力量」。
生的權力並不採取太多壓抑與剝奪的型態，基本上這種權力要求「（理性的）

個人」經營、管理其生命，並透過該經營與管理，讓有關於自己自身的意識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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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覺醒。換言之，這是一種創造並且維持個人主體性的力量。只有在該個人的生
命對他自己而言，已經是比「死」更來得負面，充滿了痛苦，而對社會而言，亦
僅是徒然產生損失時，因為生命已經失去了其增殖價值的媒介機能，縱或要求該
個人做為一個主體也是無用，此際由生的權力的經濟面觀之，該個人及其生命已
經是個廢物，除將之廢棄於死的廢墟外，別無另外選擇。
由以上可知，死的權力與生的權力間的區別，除對於生與死的位階不同外，

更重要的是後者對於其作用對象，明確地指示出「個人的生命」以及「個人的主
體性」。亦即，十九世紀後於歷史的舞台上已經充分展現出對於「個人」的視線
（個人的發現，更正確而言是個人的發明）。
對於資本主義的發展而言，生的權力是不可或缺的媒介，因為它可以滿足資

本主義發展上的兩個基本要求，第一將（主動、自我）統帥、駕馭好的個體插入
生產的裝置中，第二，調整經濟過程中的人口現象。
看起來似乎第二個要求是與主體性的個人無關，但是假若觀察到十八世紀

（傅柯稱之為古典主義時代）君王的勢力仍然有部分殘存下來的時代，該君王的
權力所為有關公共衛生的考量與其所採用的政策，即可明確發覺兩個時代的共同
權力作用對象（人口），其實是相異的事物。
於十八世紀時，操控死的權力的君王開始發覺人口這一個生命的型態，並著

手留意人口素質的培養，但是該人口並不是「諸個人」的集合體，而只是君王（國
家）所擁有的財富的一部份而已，並且其是以固有的增加率、死亡率、（疾病）
罹患率等數字來表現出一個（活生）生的存在，亦即人口本身即具有其固有的「生
命」。於當時，人口的具體構成要素，亦即個人的存在，尚無法與積極的生命的
規範相連結在一起，這點是與十九世紀後的人口現象的調整政策截然不同之處。
不論如何，生的權力的運作，將會產生兩種個人的形象，其一為慾求的個人，

另一則為生產的個人，這兩種個人形象都是透過（個人的自我）規訓而產生的。
詳言如下。
近代的權力是沿著兩條線而活動，一條是勞動，一條是性，於這兩條線上權

力創造了生產的個人與慾求的個人這兩種規格（生命跡象）。
近代的人們透過規律訓練的系統（例如監獄、學校、工廠等全控設施，及其

內的日程表等技術）將人們變換成生產價值的主體（勞動者），並於社會中設置
工廠（企業、產業）等據點，將該生產的個人組織起來，於物質性的空間中創設
出機能性的個人身體。此外，我們也透過精神分析等論述，就人們性的慾望以及
性的行動生產出性的現象（有關性的多方面的論述），並極力防止性的倒錯，將
人們變形成具有「健康」、「正常」規格的個體。我們並於社會中創設出家庭，
將個人納入家庭的社會系統中。於有關性與家庭的論述中，我們巧妙地創設了想
像的個人身體。
這兩種個人的身體，進一步透過產業與家庭的角色分割與重疊，緩慢地結合

在一起，最後產生具有規格化的主體性的個人形式。
至此階段，我們當然可以明確地發現主體性的形塑與（經濟）資本主義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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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我們管理、經營生命，而生命的意義在於維持本身的性與勞動，藉此並可
以延續下一代的「優質（生產）」個人（或謂個人的集合體－人口）。

３、自我決定權的法的意義

生命權力的運作產生了人們對於生命的無窮的慾望，並且於法的領域中塑造
了對於生命內容的自我決定權的概念。自我決定權是（法的）人權（以及理性）
中的核心部分，就其內涵而言，不外乎是對於「生命經營」的個人意念的保障。
其前提當然是「生命的存續」。正因為如此，所以法學界一直都對於安樂死採取
非常嚴格的態度。
然而，最近有些標榜自由主義的學者開始認為自我決定的範疇也包含了對於

自己的生命是否應該存續的決定。這種態度轉變的理由，可能在於法學對於醫學
發展上的需求（尋求死亡、積極面對死亡的需求）的「善意的回應或服膺」，但
是法學卻不願意正面承認這個事實，其反倒是開發出「真摯的同意」理論來掩蓋
幾進羞辱的回應。實際上，於醫學實際上掌控生命權力技術的現在，我們實在是
無法理解「真摯的同意」是如何達成的。

４、對於死的自我決定權的虛像

法律上所謂「真摯的同意」其實內涵上並不是非常明確，其只是利用對方（醫
療人員）的告知義務來反面證實而已。於醫界從對於死亡的恐懼轉化成積極面對
死亡、研究死亡，甚至於歡迎死亡的此刻，我們實在是無法認為做為醫療客體的
病患，尤其是一位面臨死亡，倉皇不知所措的病患，其能基於「微弱的理性」去
理解高權姿態的醫學理性霸權所欲傳達的訊息。
其實，我們可以合理地懷疑，於告知義務的背後，有一些披著理性外衣的慾

望存在。此即，醫療資源的節約以及家屬甚至於社會整體的安樂。當生的權力展
現出其研發所得的經營生命的技術後，解決無用的生命一事，即將會以維護個人
尊嚴的名義，而得到合理化基礎，但實際上這些動作卻僅是指出一個事實，此即
對於無法使用經營生命的技術的「無用生命」而言，提供其「技術已無任何作用」
的資訊一事，是讓其自行解決這個生命的最佳步驟。
目前，以美國的判例傾向觀之，我們可以發現這種令人噁心的醫學理性霸

權，正在合理的法制度下逐漸地擴散其統制的權力。

５、解決方案

原貌的展現以及非難等，並無法實際上解決醫學霸權的問題。本報告提出了
一個另類的規範，讓人們生存在法與醫學的夾縫中仍能維持其最基本的個人尊
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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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們必須肯認人類的生活內除理性外，還有一種生存的慾望，該慾望
擁有三個層次，其一為物理性生命的保存慾望，其二為維持人際關係的慾望，其
三則為自我肯認的慾望。三者中最重要的，也是最現實的應該是維持人際關係的
慾望。有關安樂死的問題的解決，應該以這種維持人際關係的慾望為基礎，透過
法律維繫住或滿足面臨事實上的死亡壓力的病患的這種慾望後，該病患才會安心
地於得信賴的人際關係中，去思考要不要去斷絕國家、社會所提供的得以滿足物
理性生存慾望的服務，而且在這種人際關係中，其所為斷絕生命的決意（真摯的
同意），才有可能不去破壞自我認同的慾望。所以，做為理性標幟的法律以及醫
學，其首要的任務絕對不是消極地提供對方無法理解的資訊，而是積極地創造出
一個「於人們面臨死亡時，所最需要的虛擬人際關係」。這不是恩惠，也不是利
益衡量的結果，而是不因為慾望而排除、淘汰他人的倫理反省的結果。
本研究因時間上以及研究精力上的侷限，除以上較抽象的結論外，無力繼續

進行法學上的分析，所以也無法提供一個另類的法解釋學觀點，所以暫時不會以
學術論文的方式將研究成果展現出來。不過，因為現在還在繼續進行斷續的研
究，所以假以時日應該可以以完整的法學論述的面貌，將研究成果展示出來。

四、參考文獻

    因為所使用的資料大多都是日文資料，無法於中文的網頁中展現，所以不列
舉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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